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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随机抽样的来自中国 6 省 116 个村庄 2000 年和

2004年农民负担的变化 , 本文重点考察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后村

庄公共融资机制的变化及农民组织发育对完善村庄公共融资机制的

影响和作用。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政策外负担影响甚微 , 一些地区

政策外负担不减反升。村庄组织因其良好的内部信任和资源动员能

力 , 在公共融资中表现出对村委会积极的补充作用 , 有助于降低政

策外负担 ; 而税费改革则凸显了政策外负担薄弱的合法性基础 , 加

上粮食征购制度取消后征税难度和成本都大幅上升 , 农民对税费的

抵制强度也构成了对政策外负担的重要制约因素。建立村庄新型融

资体制需要充分考虑农村除“两委”外的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和村

民对公共融资的认识。

　　关键词　农村税费改革 , 村庄公共融资 , 农民组织

一、导　　论

本世纪初 , 为根治农民负担造成的基层治理矛盾 , 缓解呈加剧趋势的城

乡发展不平衡态势等问题 , 中央政府实施了农村税费改革 , 取得了明显成

效。1 作为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后中国农村又一重大改革举措 , 农村税费改革

被普遍认为对于改善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和促进农村发展有深远意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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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基层干群关系等方面取得了明

显的阶段性成效 , 在推行“一事一议”等村庄筹资机制方面也进行了有效的

尝试 (马晓河 , 2004) 。农业税的免除不仅因为直接减轻农民负担对于农民增

收和激励农业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 而且因为很大程度上切断了过去搭班收费

并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的路径 , 消除了基层干群矛盾冲突的主要诱因 , 有助于

缓和农村紧张的基层干群关系 (朱钢 , 2002 ; 陈斐和况学文 , 2003 ; 刘明兴

等 , 2007) 。总体上 ,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粮食流通体制和农村税费体制相

继完成改革后 , 乡村基层治理内容出现了较大转变 , 乡村干部工作从原来的

征粮收税 (费) 更多转向了公共建设、服务和区域经济发展上。

2 农村税费改革客观上大幅度减少了乡村两级的可用财力 ,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地方政府财力 ,但是税
改后乡村两级从上级得到的财力补助却非常有限。据估计 ,2005年由于税费改革导致政府少收 1 500—
1 600亿 ,但中央转移支付只有 664亿 (张晓山 ,2005)。此外 ,我国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总财政供养
人员的 70 % ,而这两级控制财源大约占 40 % ,县乡支出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工资 ( World Bank , 2002) 。
3 有调查表明 ,各地虽然采取了以撤乡并镇为核心的很多机构改革措施 ,但由于裁员涉及打破很多人“铁
饭碗”,乃至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在操作中往往难以推进。当然 ,精简基层政府所遇到的困难也与目前
基层对财政供养人员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人员难以顺利分流紧密相关 (赵树凯 ,2005)。

但同时大家也注意到 ,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地方治理和村庄公共建

设已成为新世纪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农村税费改革是在

地方政府收入和公共服务供给都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实施的 , 它在改善农村基

层治理的同时 , 也给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一方面 , 税费

改革促进乡镇政府改革的效应非常有限。把基层干部从收粮收款中解脱出来 ,

促进农村基层政府转变职能并精简机构本应是税费改革题中应有之意 , 因为

税费改革大量减少基层财力而构成了一种“饥饿疗法”, 有助于迫使地方政府

裁减冗余人员。2 但从实际情况看 , 税费改革促进基层政府人员裁减的效果非

常有限3 , 而且基层政府运转的财力缺口迅速扩大。另一方面 , 农村税费改革

后村庄公共建设和服务及相应的融资问题已成为目前村庄中的难点问题。农

业税、乡统筹和村提留是乡村两级财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以农业为主的地

区甚至是地方的主要财源 , 农村税费和劳务也是村庄进行公共建设的主要融

资手段。农村税费改革前 , 乡村的一系列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和村

组织运行等都由上述农民负担筹集的资金和劳务来支撑。农村税费改革大幅

度减少了乡村可用财力 , 尽管财政上配合税费改革实施了转移支付 , 但远不

足以补足村级道路等公共建设和村庄公益事业兴办的资金缺口 , 因此 , 大量

的农村社会服务依旧要通过农民缴纳资金来实现。总体上 , 农村税费改革不

仅加大了乡村基层组织运转困难 , 而且部分区域性公共品的供给面临挑战 ,

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受到影响等 (马晓河 , 2004 ; 陈斐和况学文 , 2003 ; 郑卫

星 , 2003) 。

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庄公共融资机制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 但效果却差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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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迫切需要研究建立新型的农村公共融资机制 , 保障和促进农村公共建设

和公益事业发展。农村税费改革后“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成为村集体为进行

公共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获取资金、劳力的重要方式 (贾康和赵全厚 ,

2002) 。中央要求农村此类集资须通过采取“一事一议”的民主制度4 , 但事

实上“一事一议”在村庄非常难以开展。可见 , 研究如何改进和完善村庄公

共融资机制 , 推进村庄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不仅对于中国的农村的发

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而且对于深入认识农村公共融资也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

4 国务院 ,《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1年 12月 7日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转发农业部村民一
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通知》,2007年 1月 16日。
5 本文定义法定的国家税金、三提五统和两工 (积累工、义务工)的这几种税费为“政策内负担”,各种集资
(包括“一事一议”筹资)、摊派、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款等为“政策外负担”。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政策内负担和政策外负担变化的异质性为分析村

庄公共融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案例。5 诸多研究表明 , 税费改革显著降低

了农民负担 , 特别是政策内负担的水平 , 但政策外负担变化情况比较复杂 ,

政策外负担总体上变化不大 , 一些地区政策外负担不减反升 (朱守银等 ,

2003 ; 苏雪雁等 , 2007 ; 刘明兴等 , 2007)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对于农民政策

内负担和政策外负担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对称特点 , 这值得我们对相关问

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 为什么农村税费改革后 , 政策内负担明显下降 ,

但政策外负担却变化不大 , 甚至有的地方还不降反升 ? 这两类负担的决定因

素和机制有何不同 ? 政策外负担的这种特点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构建新型的村

庄融资机制有何启示 ?

本文将使用来自随机选取的全国 6省 116个村庄 2000年和 2004年的实地

调查数据 , 借助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这样一项改革措施对不同类别农民负担影

响的不同 , 尝试在一个分析框架下理解农民组织发展和农民税费缴纳行为与

村庄公共融资的关系 , 并通过实证检验来明确影响村庄内部融资的主要因素

和机制。下文分为三部分 , 第二部分将对现有研究和文献进行综述 , 并提出

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 ; 第三部分介绍实证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和方法 ;

第四部分讨论实证分析结果 , 最后是结论和简短讨论。

二、分析框架和几个逻辑假说

赋税是国家和政府维持正常运转的主要融资手段 , 农村税费则是支持村

庄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融资手段。中国村庄公共融资和建设涉及中央

及各级地方政府、农民、村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农民组织甚至是国际组织

等诸多利益相关者 , 他们在整个村庄的公共建设和融资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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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相互影响。农村税费改革前 , 村庄的公共融资主要包括 : (1) 中央政府

明文规定征收的农业税、“三提五统”和两工 (积累工和义务工) , 并形成狭

义的农民负担 ; (2) 乡镇基层政府为公共设施建设和服务发起组织的各种集

资和摊派 ; (3) 基层政府各行政事业部门的收费 ; (4) 村民委员会为了村庄

建设发起和组织的村民集资 (包括“一事一议”集资) ; (5) 村内农民或农民

组织自发开展的筹资 ; (6) 中央和乡镇以上级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给予农村公

共设施建设和服务的财政支持 ; (7) 村民委员会动员村庄集体经济积累进行

村庄建设 ; (8) 国际组织和其他非正式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村庄建设进行捐

赠和援助等。上述 8类融资中 , 前 5类直接向村民筹资并形成农民负担 , 特

别是前 4类 , 即我们平常所说农民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 ; 后 3 类并不向农民

直接融资 , 不构成对农民的负担。为区分国家税改的政策进程和特定的地方

治理结构对于农民负担变化的影响 , 同时深入分析农村内容的融资机制。本

文把第 1类融资内容定义为“政策内负担”, 第 2到第 5类定义为“政策外负

担”, 其中政策内负担主要由乡镇以上政府 , 特别是中央政府决定 , 负担水平

也基本上由乡镇以上级别政府确定 ; 政策外负担主要由乡镇基层政府和村民

委员会来决定和确定。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历程及其对农民负担的影响为我们分析和理解我国村

庄的公共融资机制和村庄治理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和素材。从制度经济学和交

易费用的视角 , 通过融资主体、融资对象行为和融资手段与工具等多方面分

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农村公共融资机制和融资水平及其决定因素 (图 1) 。

图 1　分析框架 : 农村税费体制改革与村庄公共融资机制

首先 , 从融资主体看 , 各级政府一直以来都是村庄融资的最主要组织者。

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尤其是这样 , 乡镇以上级政府在村民委员会的协助下完成

农业税、“三提五统”和“两工”等公共融资并支持基层政府和村庄公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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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作为村庄重要社会力量 , 村庄各类农民组织6将对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融

资能力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后 , 随着政府影响在农村地区的日渐

减弱 , 各类农村组织逐渐在农村地区得以发展 , 并开始在农村的经济和社会

生活中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 (Shen et al . , 2005 ; Shue , 1994) 。近些年来 , 农

民组织已日益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 ( Shen et al . , 2005 ; 刘永东等 ,

2008) 。一些诸如治安联防队和民事调解委员会等“自我管理”性质的农民组

织已经融入到基层政府的组织框架 , 并在农村的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 ; 另一

些诸如宗族类组织、老人协会、寺庙教会等组织以及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程度

更高的农民组织 , 它们的运转更多基于村民的自愿参与 , 并且在村庄事务中

发挥了它们的功能和作用。7

6 本文所指“农民组织”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涵盖了除官方正式体制之外的各种农民组织 ,不仅包括
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等 ,还包括具有营利功能的各类组织 ,比如说一些经济类的协会。在村庄这个层
面 ,可以理解为除了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团支部以外的一切有明确章程和组织形式 ,有正规负责人和
一定正规活动的社团和组织。组织本身可以是经济性质的、社会生活性质的或者宗教性质的。
7 目前关于农民组织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首先 ,国内外围绕中国农民组织的发展现状和特征
作了大量研究 ,认为 ,中国农民组织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 ,但总体上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世界银行 ,
2006 ;Shen et al . , 2005 ;孔祥智和郭艳芹 ,2006 ;阮文彪 ,2004 ;黄祖辉等 ,2002) ;其次 ,国内外围绕农民组
织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小农规避风险的需求、市场发育程度、专业化的水平和政府
支持等因素被认为是农民组织产生的重要原因 (Albaum , 1966 ; Kimball , 1988 ; Shen et al . , 2005 ;苑鹏 ,
2001 ;张晓山 ,2001 ;郭红东和蒋文华 ,2004) ;还有许多研究还分析了农民组织的组建、运行及其绩效
( Karami , 2005 ;Sexton , 1986 ; Trechter , 1996 ; Mauget , 1996 ; Sporleder , 1999 ; Cabo , 2005)。总体上 ,
目前针对我国农民组织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于农村各种专业组织和经济组织 ,而把各类农民组织作为整
体进行分析的研究比较缺乏 (李熠煜 ,2004 ;赵淑华和刘岩 ,2004 ;何兰萍和陈通 ,2005) ,对组织经济功能
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多 ,但讨论它们在村庄治理中的公共职能 ,以及它们与村庄正式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
相对较少 (吕朝阳 ,1999 ;闭伟宁 ,2001 ; Tsai ,2002 ;林雨春 ,2003 ;刘奇和刘见君 ,2004 ; Tsai ,2005 ;甘满
堂 ,2007) ;最后 ,就数据和方法而言 ,现有研究以案例研究居多 ,基于大样本数据 ,特别是具有全国代表性
的大样本数据的计量经济研究相对比较缺乏。

一般而言 , 村庄农民组织主要可能通过两方面途径来影响基层政府的融

资能力。一方面 , 条件成熟的农民组织在村庄融资上可能发挥对村委会积极

的补充作用。农村组织依靠其较为强大的社会网络 , 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资源

动员能力。在一些地方 , 甚至连基层干部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都需要依靠农

村组织 , 将某些原本属于村两委的任务委派给农村组织去负责完成 ( Tsai ,

2007 ; Shen et al . , 2005 ; White et al . , 1996 ; Oi , 1999 ; Croll , 1999 ; Han2
sen , 2008) 。除了资源动员能力外 , 农村组织的人力资源整合能力也在基层治

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基层干部经常依靠各种农村组织将乡村精英团结在其

周围 , 依靠这些精英、能人的影响力落实和完成上级的政策任务 ( Hansen ,

2008) ; 一些农民组织还会参与宗教、社会以及慈善等活动 , 而同时这些组织

也会为村庄筹集款项 , 乃至为村庄提供公共品 ( Tsai , 2002) 。我们在福建以

及吉林的实地调研也发现 , 许多村庄的老人协会、宗族组织和宗教组织不仅

为了自身的各项活动筹集善款 , 很多时候也会为村庄修建道路、安装自来水

以及修缮村庄小学等募集资金 ; 在一些村庄 , 甚至有村干部要求这些组织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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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协助完成村庄公益建设的现象。由于农民组织对于基层政府和村委会

在村庄建设方面上述积极的补充作用 , 在那些农民组织发育比较成熟并且活

跃的村庄 , 如果村庄通过农民组织这个途径满足了基层政府融资和公共建设需

求 , 村干部相对就会具有降低征收过多政策外负担的动机 , 从而减少农民负担。

另一方面 , 由于这类农民组织提高了社会资本 , 在成熟的社会资本网络

和组织的团结下 , 村民可能克服集体行动的一些不利因素并提高抵制不合理

税费的能力。农民组织通过提高组织内村民抵制税费的能力 , 将增加融资难

度和成本 , 也会降低政策外负担水平。

综上所述 , 成熟农民组织功能的发挥通过两个途径降低由乡镇基层政府

或村委会组织的融资 (政策外负担) , 不过两个机制性质有所不同。前者表现

为对村委会公共职能的补充和助推作用 , 后者则通过对公共融资消极的抵制

行为 , 对村委会的公共功能发挥形成掣肘。究竟何者为主导 , 后文的计量经

济分析将对此进行识别。

其次 , 从融资对象的行为来看 , 农民对税费合法性的认识和缴纳行为都

会通过影响融资成本进而影响村庄融资效果。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 , 随着

中央政策精神的深入人心 , 基层政府收取税费的合法性日益受到了农民的质

疑。农民可以用各种方式抵制各种税费的收缴 (OπBrien and Li , 2006 ; Mich2
elson , 2007 ; 李连江和欧博文 , 1997 ; 于建嵘 , 2003) 。一些农民会通过宣讲

中央政策 , 甚至到上级政府上访来抵制他们认为不合理税费的收缴 , 但在更

多的情况下 , 农民会拒绝缴纳 , 进行消极的抵制。因此 , 不难理解 , 在那些

对税费收缴抵制比较强烈的地区 , 税费的收缴应该是比较困难的。换言之 , 农

民对税费的抵制和欠缴无疑会增加基层融资的成本 , 并减少筹集资金。

此外 , 由于不同类别税费和融资的合法性不同 , 农民的税费缴纳行为会

有所不同 , 并导致税费收缴成本不同。政策内税费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

政府的行为 , 即所谓的“皇粮国税”。在村民看来 , 国家税金以及“三提五

统”具有很强的合法性 , 而诸如各种摊派、集资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款等

政策外负担的收缴则更多的是基层政府的行为 , 往往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

虽然总体上来看 , 农民对于税费的收缴可以通过拒缴进行消极的抵制 , 但是

在政策内负担与政策外负担之间可能会存在差别对待。因此 , 可以进一步预

期 , 对于合法性很强的带有国家意志的政策内负担 , 农民抵制的程度应该低

于基层政府收缴的政策外负担。

再次 , 就融资手段和工具而言 , 征税工具的变化也会通过影响融资成本

并影响村庄融资效果。农村税费改革前 , 尤其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前 , 税费

的收缴对于乡村干部来说非常容易。粮食征购制度使得农民必须把粮食部分 ,

甚至全部卖给政府 , 这为地方政府通过粮款扣取的方式直接收缴需要征收的

各种税费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 税收征收成本极低。然而 , 20世纪 90年代

粮食市场的放开改变了政府税费收缴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 农民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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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食生产和销售的决定权 , 农民无须一定把粮食出售给政府 , 可以自由选

择在市场上直接出售。乡村干部只能以现金形式直接向农户收取 , 这无疑增

加了农村基层干部收取各种税费的难度和成本 , 也增强了农民抵制各种税费

的能力。

根据上述讨论 , 后文将从三方面实证分析村庄公共融资机制和村庄融资

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 一是分析农村税费改革对于农民政策内负担和政策

外负担的不同影响 , 考察改革对于村庄公共融资的冲击 ; 二是分析农民组织

发展对于村庄公共融资的影响 , 并检验假说 : 村庄农民组织发展越成熟 , 农

民负担特别是政策外负担水平越低。三是考察农民税费缴纳行为的影响 , 并

检验假说 : 农民对税费的抵制越强烈 , 农民负担特别是政策外负担越轻。

三、模型与数据

本文通过估计以下两个计量经济模型来分别考察政策内负担和政策外负

担的主要影响因素 , 特别分析农民组织发展对于政策内负担和政策外负担变

化的不同影响机制 :

TN jt =α0 +α1 Ojt +α2 R jt +α3 T t + X
V
jtγ1 + Z

V
jξ1 + up2 +ε1 jt , (1)

TXjt =β0 +β1 Ojt +β2 R jt +β3 T t + X
V
jtγ2 + Z

V
jξ2 + up2 +ε2 jt . (2)

　　上述模型中的下标 j代表村庄 , t代表时期 , p代表省 ; 上标 V 表示村庄

级别变量。模型 (1) 的被解释变量 TN 是村庄平均的人均政策内负担水平 ,

模型 (2) 的被解释变量 TX是村庄平均的人均政策外负担水平。

8 农民组织 II指农民自发发起、组织和领导的独立性比较强的农民组织 ,在这些组织的发起、管理和事
务决策三方面乡镇政府和村两委都不参与和介入。
9 我们仅使用农业税抗税率来测度农民税费缴纳意愿是因为农业税的征缴可以进行跨地区的比较。对
于其他类别税费 ,不同地区的基层政府的实际征缴行为存在较大差异 ,农民的缴纳意愿也就不便直接
对比。

模型 (1) 和 (2) 的解释变量完全相同 , O、R和 T 是研究重点关注的关

键解释变量。其中 , O是村庄农民组织发育程度 , 用村民参与农民组织程度 ,

即到 2004年为止村庄参加组织的人次占全村人口的比例来衡量。根据政府参

与组织程度和组织独立性的差异 , 农民组织变量包括两个 , 一是农民组织 I发

育程度 (OI) , 用村民参与村内所有组织程度衡量 , 一是农民组织 II发育程度

(O II) , 用村民参与村内独立性较强农民组织的程度衡量8 ; R是农民缴税行为

变量 , 用村民抗税率测度 , 具体用到 2000年为止村内所有拖欠农业税农户占

全村农户数的比例来衡量 , 只要是在历史年份中 , 存在拖欠过部分或者全部

农业税 , 且至 2000年尚未清欠的农户 , 都计入统计范围9 ; T 是税费改革政

策变量 , 用来测度税费改革效应 , 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 , 1表示进行了税费改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856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8卷

革 , 0表示没有进行改革。

根据前面的讨论 , 我们预期模型 (1) 和 (2) 中变量 O的参数α1 和β1 ,

特别是β1 是负的。不过 , 仅通过上述两模型我们无从判断这一负向的影响是

因为村庄农民组织对村委会等官方融资的积极补充作用 , 还是消极的抵制所

致。为此 , 我们进一步通过估计以下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农民组织发展对农

民抗税强度的影响 , 并检验农民组织是否因为增强村庄农民社会资本而导致

农民加剧对税费等的联合抵制 :

R jt =δ0 +δ1 Ojt + IV R ·δ2 +δ3 T t + X
V
jtγ3 + Z

V
jξ3 + up3 +ε3 jt . (3)

　　模型 (3) 的被解释变量 R是农民抗税率 , 特别关注解释变量农民组织发

育程度 O对农民抗税率的影响。此外 ,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 IV R包括村庄政治

网络发达程度 (用村里在乡镇以上级政府工作的人数衡量) 和村里参加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的退伍军人数。其余变量及符号定义同模型

(1) 和 (2) 。

模型 (1) 、(2) 和 (3) 的解释变量还包括测度村庄经济社会基本特征的

控制变量 , 其中 X是一组因时因村庄变化的村级变量 , Z是一组因村庄变化 ,

但不随时间变化的村级变量 , 具体包括村人均耕地面积、村庄人口规模、村

劳动力比例、村平地比例、村庄离乡镇政府距离、村人均纯收入、村人均集

体企业利润和县人均 GDP等 ; u是时不变非观测效应 , 由于地区间税改政策

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省一级 , 这里我们控制了省级非观测效应 ; ε衡量其他不可

观测的影响因素。

模型 (1) 和 (2) 估计采用的数据是村庄级别的两期综列数据 , 具体包

括 116个村庄税改前后 (2000年和 2004年) 的村庄人均税费负担水平及其他

相关数据。模型除了采用最小二乘法 (OL S) 估计参数外 , 考虑到村庄农民

组织发育程度 O和农民抗税率 R 两个变量可能与模型扰动项有关 , 即模型可

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 这两个变量都没有采用当期值。由于研究只调查了 2004

年村庄农民组织的发育情况和村民参与状况 , 同时考虑到农民组织的发育非

常缓慢 , 村庄农民组织发育程度 O采用的是滞前变量 ; 而农民抗税率 R采用

的则是滞后变量 , 即税改前 (2000 年) 的农民抗税率。此外 , 为了在存在内

生性问题的情况获取参数的一致估计 , 模型还采用了工具变量 ( IV) 法来估

计参数。其中 , 农民组织发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包括两个 , 分别是村庄政治网

络发达程度和村庄宗族关系紧密程度 (用村里宗祠、家庙和族庙数量衡量) ;

农民抗税率的工具变量也包括两个 , 分别是村庄政治网络发达程度和村里参

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的退伍军人数。

类似的 , 考虑到模型 (3) 中村庄农民组织发育程度 O也可能与模型扰动

项有关 , 模型 (3) 除了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外 , 也采用工具变量 ( IV) 法进行

了估计。由于本文假设村庄政治网络发达程度对农民组织发展和农民抗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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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有影响 , 模型 (3) 中农民组织发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仅有村庄宗族关系紧

密程度。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作者在 2005 年组织的一次大样本随机抽样调

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了样本省、样本县、样本乡镇和样本村。首先 ,

我们把全国分为 6个大区 , 在每个大区范围内随机选取 1 个省 , 最终选取的

样本省分别是吉林、河北、陕西、四川、江苏和福建 6 省 ; 其次 , 在每个样

本省分别把省内所有县按照人均工业产值进行五等分 , 在每个等分组随机抽

取 1个样本县 , 最后确定了 30个样本县 ; 随后 , 在每样本县按照农民人均纯

收入指标进行了分层抽样 , 每个样本县抽取 2个乡镇 , 一共抽取了 60个样本

乡镇 ; 此后 , 在样本乡镇 , 也是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分层抽样 , 每个乡

镇选取 2个样本村 , 一共确定了 120 个样本村。最后 , 在每个村庄内部运用

随机方法抽取了村民样本。在去除一些无效样本村镇与村民后 , 调查共收集

了 58个乡镇 , 116个村 , 1 918名村民的有效数据。10

10 正式调查全部采取实地问卷访谈的调查方式。2005年 8月 ,由 87名调查队员组成的大型调查队 (由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和带领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
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宿迁学院等国内高等科研院校的老
师、博士后和研究生组成)分成 6个调查小组分赴吉林、河北、陕西、四川、江苏和福建 6个省进行了为期
22天的实地调查。每个小组调查访问一个省的 5 个县、10 个乡镇、20 个村以及 160 户农户和 360 个村
民。由于连续暴雨导致道路堵塞和村庄黑恶势力阻挠等原因 ,调查在 4个样本村没有收集到样本资料和
信息。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 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的变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

随着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 , 农民税费负担绝对水平明

显下降 , 其中政策内负担大幅下降 , 政策外负担变化甚微。根据我们对 6 省

116个村庄的调查资料 , 与税费改革前的 2000年相比 , 到 2004年 , 农民人均

负担水平下降了一半。简单比较税费改革前后样本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可以发

现 , 税费改革后 , 农民的人均政策内负担下降十分显著 , 负担水平下降了

75. 8 元 , 下降幅度高达 70 % ; 而政策外负担下降很少 , 从税改前的人均 42. 2

元下降到了税改后的 39. 3元 , 仅下降了 7 % (见表 1) 。

表 1　中国 6省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税费负担变化 单位 :元

样本村数目 税改前 税改后 农民负担变化量 两期差异的 t检验

人均总负担 116 145. 4 66. 7 - 78. 7 8. 39 3 33

人均政策内负担 116 103. 2 27. 4 - 75. 8 9. 65 3 33

人均政策外负担 116 42. 2 39. 3 - 2. 85 0. 64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调查资料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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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 , 农村各类农民组织不断发展 (世

界银行 , 2006 ; Shen et al . , 2005) 。中国农村已经发展起来了大量的农民组

织 , 这些组织涵盖了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 , 以老人协会为代表的文体、

健康类组织最多 , 寺庙和教会类宗教组织也较多 , 而生产互助性组织、销售

互助性组织、信用组织的发育程度相对较低 (刘永东等 , 2008) 。我们计算了

每个村庄参与组织的村民人次占村庄总人口的比例来测度农民参与组织的深

度。该比例越高 , 表示村民参与组织程度越高 , 组织发展越成熟。另外 , 按

组织独立程度不同 , 我们还将农民组织分为一般性组织 I和独立性组织 II , 并

分别计算了农民组织 I发育程度 (OI) 和农民组织 II发育程度 (OII) 。统计

显示 , 样本地区大约有占村庄人口 12 %的人次参与一般性农民组织 , 而参与

独立性较强农民组织的村民要少得多 , 只有占村庄人口 4 %的人次。地区之间

存在很大的差异 , 福建农民组织的发育程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 占村庄人

口 1/ 3的村民参与了农民组织 , 参与独立性较强组织的村民人次也占到了村

人口的 15 % ; 而四川农民组织的发展则明显滞后于其他地区 (见表 2) 。

表 2　中国 6省农民组织发育程度、农民抗税强度和农民税费负担变化

期末村民参与

组织 I程度
( %)

期末村民参与

组织 II程度
( %)

期初抗税率
( %)

人均政策

内负担
(元)

人均政策

外负担
(元)

所有样本 12. 1 4. 1 10. 9 - 75. 8 - 2. 9

　江苏 10. 5 2. 1 4. 2 - 65. 2 10. 0

　四川 3. 0 0. 2 21. 6 - 67. 7 - 12. 2

　陕西 8. 9 4. 1 9. 3 - 47. 0 - 4. 9

　吉林 11. 5 1. 6 10. 4 - 155. 8 - 14. 3

　河北 5. 9 1. 5 7. 9 - 77. 9 4. 4

　福建 32. 3 15. 1 11. 2 - 31. 2 0. 7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调查资料计算整理。

税费欠缴是农村税费改革前村庄治理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 , 它是农民对

税费征收合法性认识以及税费缴纳意愿和能力的综合反映。对各种税费征收

合法性的质疑被认为是农民税费尾欠的重要原因之一。如 Michelson (2005)

对 6省 37村的抽样调查发现 , 近 1/ 3 的被访农民认为他们拖欠税费是正当

的。贝永和等 (2003) 对广西昭平县的调查则反映农民税费尾欠中 60 %是因

为有能力缴税的纳税人故意欠缴形成的。我们对 6 省 116 村庄的调查显示 ,

截至 2000年 , 村庄尾欠农业税户数比例全国平均约为 11 %。四川的农户抗税

率最高 , 比例高达 21. 6 % , 江苏最低 , 农户农业税尾欠率只有 4. 2 % , 其余 4

个省欠缴农业税农户比例都在 10 %上下 (表 2) 。

将样本村按农民组织 II发育程度从低到高排序等分成五组 , 计算各组农

民人均负担可以看到 , 政策外负担与农民组织发育程度存在一定的关系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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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是因为前三组村庄农民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并且差异很小 , 从五组逐

一比较来看 , 随着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 , 即便是政策外负担随之下降的趋势

也不是非常明显 , 主要是组 II和组 III两组村庄的政策外负担比较低。不过 ,

从总体趋势 , 特别是组 I、组 IV和组 V 的差异看 , 农民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

村庄 , 人均政策外负担相对比较低。比如 , 税改前 , 这三组村庄的组织化程

度分别为 0. 0 %、1. 6 %和 18. 8 % , 而人均政策外负担分别为 71. 5元、53. 5元

和 34. 8元 , 呈递减趋势。不同于农民组织 II , 无论是税改前还是税改后 , 农

民组织 I发育程度与政策外负担和政策内负担都看不出有明显关系。此外 , 比

较农民组织发育程度不同村庄组农民抗税率的差异无法看出农民组织发展与

农民抗税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不过 , 如果同样考虑前三组村庄农民组

织发育程度很低并且差异很小 , 仅仅看组 I、组 IV 和组 V 的变化趋势 , 农民

组织发展与农民抗税强度之间似乎也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 (见表 3) 。

表 3　农民组织 II发育程度不同村庄的农民税费负担差异

村民参与农民

组织 II程度
( %)

人均税费负担水平 (元)

税改前 税改后

政策内

负担

政策外

负担

政策内

负担

政策外

负担

期初抗税率
( %)

所有样本 4. 1 103. 2 42. 2 27. 4 39. 3 10. 9

　组 I 0. 0 96. 8 71. 5 34. 6 69. 4 1. 1

　组 II 0. 0 92. 6 20. 1 27. 5 18. 6 13. 7

　组 III 0. 3 114. 6 29. 6 20. 2 19. 3 23. 5

　组 IV 1. 6 121. 5 53. 5 39. 0 44. 9 7. 8

　组 V 18. 8 90. 9 34. 8 15. 3 42. 9 8. 6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调查资料计算整理。

将样本村按农民抗税率从低到高排序等分成五组 , 计算各组村人均农民

负担可以发现人均政策外负担与农民抗税强度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正向关系。

无论是税改前还是税改后 , 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 , 农民抗税率越高的村庄组 ,

人均政策外负担越低。税改前 , 农民抗税率最低组 (组 I) 村庄的人均政策外

负担是 49. 2元 , 而最高组 (组 V) 村庄的要低得多 , 只有 31. 4元 ; 税改后 ,

农民抗税率最低组 (组 I) 村庄的人均政策外负担降为 45. 2 元 , 而最高组

(组 V) 村庄的降低到了 21. 6 元 , 两组差异同样非常明显 , 并且随着不同组

村庄抗税率的提高 , 人均政策外负担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 (见表 4) 。而

在农民抗税强度与人均政策内负担之间 , 我们看不到类似的关系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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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抗税率组村庄农民税费负担差异

期初抗税率
( %)

人均税费负担水平 (元)

税改前 税改后

政策内负担 政策外负担 政策内负担 政策外负担

所有样本 10. 9 103. 2 42. 2 27. 4 39. 3

　组 I 0. 0 72. 1 49. 2 16. 2 45. 2

　组 II 2. 2 134. 9 47. 5 52. 8 52. 1

　组 III 6. 7 91. 3 44. 1 22. 8 42. 4

　组 IV 14. 3 127. 7 38. 3 26. 5 34. 9

　组 V 31. 6 91. 5 31. 4 19. 1 21. 6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调查资料计算整理。

上述描述性分析只是对税费改革政策、农民组织发育程度、农民抗税强

度三者与农民税费负担的关系作了一个简单分析 , 它们之间更为确切的关系

需要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来识别。

(二) 计量经济分析结果

表 6和表 7分别报告了对模型 (1) 和 (2) 的参数估计结果 , 并同时报

告了参数的最小二乘 (OL S) 和工具变量 ( IV) 估计结果。两模型 OL S估计

的整体拟合优度 ( R2 ) 在 0. 2—0. 6之间 , 并且关于拟合度的 F检验都在 1 %

的水平上显著 , 模型建立比较理想。为了处理模型可能因为内生性问题导致

OL S估计偏误 , 研究也进行了工具变量估计。选择村庄政治网络发达程度 ,

村庄宗族关系紧密程度和村里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退伍

军人数三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几个变量对农

民税费负担有直接影响 , 假设这几个变量都是外生变量不会有太大争议。而

且检验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过度识别检验 ( Sargan N. R2χ2 Test ) 结果也表

明 , 上述工具变量与模型 (1) 和 (2) 的扰动项都无关 , 外生性假设成立

(表 6和表 7) ; 其次 , 无论从逻辑上 , 还是我们的实证结果来看 , 上述三个变

量对村庄农民组织发育程度和农民抗税强度都有显著的影响。表 5 报告的工

具变量估计第一阶段结果显示 , 三个工具变量偏效应联合显著性的 F检验表

明 , 在控制住其他因素后 , 三个工具变量对农民组织发育程度和农民抗税强

度都有显著影响 (表 5倒数第 3行) 。因此 , 总体上我们认为上述三个工具变

量具有较高的有效性。此外 , 检验变量内生性的内生性检验 (DW Hχ2 Test)

结果显示 , 农民抗税率和农民组织发育程度两变量的内生性检验在模型 (1)

中都不显著 , 在模型 (2) 中则都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 6和表 7) 。表明在统

计意义上讲 , 内生性问题在模型 (1) 中并不严重 , 在模型 (2) 中则比较严

重 , 模型 (2) 参数的 OL S估计结果存在偏误。为此 , 下文用表 6 中的 OL S

估计结果来分析农民政策内负担的影响因素 , 用表 7中的 IV 估计结果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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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政策外负担的影响因素。另外 , 表 8报告了对模型 (3) 的计量经济估计

结果 , 模型 OL S估计的 R2 也达到了 0. 29 , 模型可用于分析。

表 5　农民负担影响因素 IV估计的第一阶段结果

OI :村民参与

组织 I程度 ( %)

OII :村民参与

组织 II程度 ( %)

R :农户

抗税率 ( %)

工具变量

在乡镇以上级政府工作的村里人 - 0. 488 - 0. 268 0. 255

　(人) (2. 91) 3 3 3 (2. 81) 3 3 3 (2. 38) 3 3

村里宗祠、家庙和族庙数量 1. 522 2. 210 - 0. 416

　(个) (2. 06) 3 3 (5. 25) 3 3 3 (0. 88)

村里参加抗日、解放或抗美援朝等 0. 094 - 0. 049 - 0. 143

　战争退伍军人数 (人) (0. 73) (0. 67) (1. 74) 3

其他外生变量

是否进行了税改 - 0. 279 - 0. 416 0. 739

　(1 =改革 ;0 =未改革) (0. 11) (0. 30) (0. 48)

人均耕地 31. 649 5. 184 - 1. 262

　(公顷) (1. 80) 3 (0. 52) (0. 11)

村庄人口 0. 007 0. 003 0. 000

　(人) (4. 50) 3 3 3 (3. 74) 3 3 3 (0. 40)

村劳动力比例 - 0. 218 0. 002 - 0. 199

　( %) (2. 08) 3 3 (0. 03) (2. 95) 3 3 3

村平地比例 - 0. 014 0. 025 0. 032

　( %) (0. 33) (1. 05) (1. 18)

村离乡镇政府距离 - 0. 610 - 0. 231 - 0. 236

　(公里) (1. 98) 3 3 (1. 32) (1. 20)

村人均纯收入 0. 001 0. 001 - 0. 001

　(元) (0. 39) (0. 96) (0. 65)

村人均集体企业利润 0. 012 - 0. 003 0. 000

　(元) (0. 58) (0. 29) (0. 01)

县人均 GDP 0. 001 0. 000 - 0. 000

　(元) (1. 97) 3 3 (1. 10) (1. 88) 3

常数项 - 1. 265 - 9. 150 18. 265

(0. 13) (1. 71) 3 (3. 04) 3 3 3

省级虚拟变量结果省略

观察值 232 232 232

三工具变量联合显著性 F检验 (4. 37) 3 3 3 (11. 13) 3 3 3 (3. 28) 3 3

R2

R2 F检验

0. 38

(7. 73) 3 3 3
0. 39

(8. 15) 3 3 3
0. 29

(5. 17) 3 3 3

注 :1. 括号中是稳健估计的 t统计量 ;

2.“3”、“3 3”和“3 3 3”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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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农民政策内负担影响因素

TN :人均政策内负担 (元)

OL S IV

(1) (2) (3) (4)

关键解释变量

OI :村民参与组织 I程度 - 0. 133 - 2. 063

　( %) (0. 95) (0. 66)

OII :村民参与组织 II程度 - 0. 043 - 1. 267

　( %) (0. 24) (0. 98)

R :农民抗税率 0. 165 0. 181 - 4. 876 - 2. 718

　( %) (0. 74) (0. 82) (0. 87) (1. 28)

T :是否进行了税改 - 73. 506 - 73. 385 - 69. 840 - 71. 241

　(1 =改革 ;0 =未改革) (11. 47) 3 3 3 (11. 39) 3 3 3 (6. 00) 33 3 (8. 37) 3 3 3

控制变量

人均耕地 145. 744 141. 658 209. 969 155. 206

　(公顷) (2. 40) 3 3 (2. 42) 3 3 (1. 59) (2. 54) 3 3

村庄人口 0. 007 0. 006 0. 024 0. 012

　(人) (1. 58) (1. 48) (0. 92) (1. 62)

村劳动力比例 0. 497 0. 529 - 0. 933 - 0. 051

　( %) (1. 53) (1. 63) (0. 51) (0. 09)

村平地比例 0. 254 0. 257 0. 380 0. 372

　( %) (2. 35) 3 3 (2. 37) 3 3 (1. 62) (2. 22) 3 3

村离乡镇政府距离 2. 046 2. 112 - 0. 477 0. 998

　(公里) (2. 57) 3 3 (2. 65) 33 3 (0. 14) (0. 75)

村人均纯收入 - 0. 003 - 0. 003 - 0. 006 - 0. 005

　(元) (0. 82) (0. 83) (0. 81) (0. 86)

村人均集体企业利润 - 0. 137 - 0. 138 - 0. 104 - 0. 133

　(元) (3. 10) 3 33 (3. 18) 33 3 (1. 02) (1. 94) 3

县人均 GDP - 0. 000 - 0. 000 - 0. 001 - 0. 001

　(元) (0. 24) (0. 32) (0. 37) (0. 71)

常数项 85. 759 85. 430 168. 252 119. 992

(2. 97) 3 33 (2. 90) 33 3 (1. 71) 3 (2. 73) 3 3 3

省级虚拟变量结果省略

观察值 232 232 232 232

R2

R2 F检验

0. 58

(16. 02) 3 3 3
0. 58

(16. 06) 3 3 3

内生性检验 (DWHχ2 Test) (3. 32) (3. 26)

过度识别检验 (Sargan N. R2χ2 Test) (0. 09) (0. 002)

注 :1. 括号中是稳健估计的 t统计量 ;

2.“3”、“3 3”和“3 3 3”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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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农民政策外负担影响因素

TX :人均政策外负担 (元)

OL S IV

(1) (2) (3) (4)

关键解释变量

OI :村民参与组织 I程度 - 0. 060 - 4. 525

　( %) (0. 60) (0. 93)

OII :村民参与组织 II程度 - 0. 279 - 2. 104

　( %) (2. 27) 3 3 (1. 85) 3

R :农民抗税率 - 0. 578 - 0. 566 - 9. 190 - 3. 802

　( %) (3. 43) 3 33 (3. 47) 33 3 (1. 05) (2. 04) 3 3

T :是否进行了税改 - 6. 280 - 6. 577 - 1. 767 - 4. 795

　(1 =改革 ;0 =未改革) (1. 48) (1. 56) (0. 10) (0. 64)

控制变量

人均耕地 - 45. 511 - 44. 126 104. 726 - 23. 338

　(公顷) (1. 32) (1. 28) (0. 51) (0. 43)

村庄人口 - 0. 005 - 0. 004 0. 031 0. 004

　(人) (1. 64) (1. 46) (0. 78) (0. 64)

村劳动力比例 - 0. 159 - 0. 144 - 2. 857 - 0. 792

　( %) (0. 79) (0. 73) (1. 00) (1. 62)

村平地比例 0. 063 0. 069 0. 259 0. 207

　( %) (0. 90) (0. 98) (0. 71) (1. 41)

村离乡镇政府距离 1. 137 1. 115 - 3. 787 - 0. 221

　(公里) (1. 80) 3 (1. 76) 3 (0. 69) (0. 19)

村人均纯收入 0. 004 0. 005 0. 001 0. 004

　(元) (1. 86) 3 (1. 94) 3 (0. 10) (0. 86)

村人均集体企业利润 0. 013 0. 011 0. 080 0. 015

　(元) (0. 27) (0. 24) (0. 50) (0. 25)

县人均 GDP 0. 001 0. 001 0. 001 0. 000

　(元) (0. 78) (0. 92) (0. 21) (0. 02)

常数项 43. 755 39. 743 179. 477 71. 616

(2. 74) 3 33 (2. 46) 3 3 (1. 17) (1. 85) 3

省级虚拟变量结果省略

观察值 232 232 232 232

R2

R2 F检验

0. 21

(4. 3) 3 3 3

0. 22

(4. 4) 3 3 3

内生性检验 (DWHχ2 Test) (16. 73) 3 3 3 (10. 91) 3 3 3

过度识别检验 (Sargan N. R2χ2 Test) (0. 08) (2. 14)

注 :1. 括号中是稳健估计的 t统计量 ;

2.“3”、“3 3”和“3 3 3”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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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农民抗税强度影响因素

R :农民抗税率 ( %)

OL S IV

关键解释变量

OII :村民参与组织 II程度 0. 047 - 0. 188

　( %) (0. 65) (0. 86)

在乡镇以上级政府工作的村里人 0. 258 0. 204

　(人) (2. 38) 33 (1. 70) 3

村里参加抗日、解放或抗美援朝等战争人数 - 0. 158 - 0. 153

　(人) (1. 96) 3 (1. 84) 3

是否进行了税改 0. 868 0. 661

　(1 =改革 ;0 =未改革) (0. 56) (0. 41)

控制变量

人均耕地 - 3. 330 - 0. 286

　(公顷) (0. 30) (0. 02)

村庄人口 0. 000 0. 001

　(人) (0. 14) (0. 78)

村劳动力比例 - 0. 198 - 0. 198

　( %) (2. 94) 3 3 3 (2. 88) 3 3 3

村平地比例 0. 032 0. 037

　( %) (1. 18) (1. 30)

村离乡镇政府距离 - 0. 224 - 0. 280

　(公里) (1. 14) (1. 35)

村人均纯收入 - 0. 001 - 0. 000

　(元) (0. 74) (0. 46)

村人均集体企业利润 0. 000 - 0. 001

　(元) (0. 01) (0. 04)

县人均 GDP - 0. 001 - 0. 000

　(元) (2. 12) 33 (1. 57)

常数项 19. 860 16. 542

(3. 31) 3 3 3 (2. 43) 3 3

省级虚拟变量结果省略

观察值 232 232

R2

R2 F检验

0. 29

(5. 14) 3 3 3
0. 25

(4. 92) 3 3 3

内生性检验 (DWHχ2 Test) (1. 48)

　　注 :1. 括号中是稳健估计的 t统计量 ;

2.“3”、“3 3”和“3 3 3”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就农村税费体制改革而言 , 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的展开显著降低了农民

负担 , 特别是政策内负担水平 , 但这一政策对农民政策外负担影响却很小。

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相一致 , 计量经济分析结果显示 , 农村税费改革使得农

民人均政策内负担大幅度下降 , 平均降低了 73 元 , 并且针对这一效应的 t统

计检验在 1 %统计水平上都显著 (表 6) , 而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政策外负担

的影响并不明显 , 改革效应的 t统计检验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都不显著 (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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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税费改革政策的影响相反 , 村庄农民组织发展和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

并不影响农民的政策内负担水平 , 但对政策外负担却有显著的影响 , 有助于

控制政策外负担水平。不过从表 7 的计量经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 只有农民

组织 II发育程度 OII才对农民政策外负担有显著影响 , 农民组织 I发育程度

没有类似的影响。换言之 , 不是所有农民组织都能对控制政策外负担上升发

生作用 , 只有那些村民自发发起、成立、领导和管理的独立性比较强的组织

才对政策外负担有显著影响。村庄这种独立性比较强的组织发育程度越高 ,

村民参与的程度越高 , 政策外负担相对比较低 , 平均而言参与独立性较强农

民组织的村民人次占村庄人口的比例每提高 10个百分点 , 可以降低人均政策

外负担 21元 (表 7) 。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 农民组织发展对政策外负担的上述作用并不是因为

农民组织依赖自身内部的社会资本网络和组织团结增强了农民集体行动能力 ,

从而使得农民更有能力组织起来采取联合抵制行动所致。因为如果情况是这

样 , 我们将能够看到农民组织发展有助于增强农民抗税强度。但实证研究却

否定了这样的假说。表 8对模型 (3) 的 OL S和 IV 估计结果都表明 , 农民组

织化程度提高对农民抗税率没有明显的影响。而且 , 我们对福建和吉林典型

村庄的实地调研和案例剖析也发现 , 农民组织除了有助于为农民经济生产和

社会活动提供技术、信息等诸多服务外 , 在村庄建设方面 , 独立性比较强的

农民组织还有助于协同村庄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提供 , 对村两委的功能形成

补充。同时 , 村两委为村庄建设的融资方式多采取按人、按户或按地平摊等

方式 , 尽管公平 , 但容易造成负担累退性 ; 相比之下 , 由于这些农民组织的

自我组织程度比较高 , 内部信任程度也比较高 , 筹资方式更多会采取出资额

与实际经济能力挂钩或捐献 (充分动员本村在外工作、生活的“成功人士”)

等更为灵活的方式。因此 , 这类农民组织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村庄建设 , 而且

因为它们有比村庄正式组织更为灵活的融资方式而缓解农民 , 特别是相对贫

困农民的政策外负担压力。

最后 , 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还表明 , 农民税费负担的缴纳意识和行为并不

影响政策内负担水平 , 即农民总体上不会对政策内负担采取激烈的抵制行动 ;

相反 , 农民对政策外负担有比较明显的抵制行动。农民抗税率平均每提高 10

个百分点 , 农民人均政策外负担下降 38元 (表 7) 。这一结果说明 , 农民对政

策外负担的认同程度和抵制行动是乡镇政府和乡村干部在决定和征收政策外

负担的重要考虑因素 , 因为这是决定政策外负担征收成本高低的一个重要影

响因素。农民对农业税的抵制倾向越高 , 对政策外负担的抵制越严重 , 政策

外负担的征收成本就越高。事实上 , 尽管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各

省的展开和农业税的全部取消 , 农民负担问题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但

税费改革之前就存在的农民税费尾欠问题却变得更为突出而棘手 , 甚至一定

程度上税费改革还强化税费欠缴的意识 , 值得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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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农村税费改革客观上大幅度减少了乡村两级的可用财力 , 特别是以农业

为主的地方政府财力 , 但是税改后乡村两级从上级得到的财力补助却非常有

限。基层政府运转的财力缺口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 , 伴随着政策内负担

的下降 , 除非地方政府能用自身财力来弥补乡镇财政缺口 , 乡镇政府有动机

提高农民的政策外负担也就不难理解了。税改之后 , 乡镇政府虽然逐步不再

收取农业税和三提五统 , 但是依然要完成上级安排的各类行政任务。因此 ,

非正式税负的制度根源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实证分析发现 , 农村税改显著地降低了农民的政策内负担 , 但对政策外

负担没有明显的影响 , 农民对税费的缴纳意愿和农民组织的发育显著地影响

农民的政策外负担。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凸显了政策外负担薄弱的合法性基础 ,

加上粮食征购制度取消后征税难度加大 , 农民对税费的抵制强度构成了对政

策外负担的重要制约因素。可见 , 即便是在农业税全免的时期 , 税费的缴纳

意愿依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 , 农民对农业税的抵制程度在税改的

后期实际上变得更为严重。建立在“一事一议”基础上的新型村庄融资机制

运转困难。实地调研表明 , 原来难以收缴农业税的村庄 , 农民现在对“一事

一议”也没有热情。首先是因为“一事难议”, 其次是因为“一事一议”的民

主制度可能会扭曲 , 即各地名义上的“一事一议”负担可能会成为变相的人

头税 ; 再次 , 目前的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 而地方政府

的许多提议并没有很好地契合村民需求 , 乡镇干部的提议往往难以得到多数

村民的支持。朱钢等 (2006) 等在调研中发现 , 在改革后的村庄中 , 要么就

根本没有搞“一事一议”, 要么将“一事一议”变成了固定向农民收取的费

用 , 由村干部等少数人决策 , 缺乏民主基础。

因此 , 建立村庄新型融资体制需要充分考虑农村除“两委”外的其他社

会力量的作用和村民对公共融资的认知程度。农民政策内、外负担变化的不

一致性 , 表现出地方基层治理结构的特定因素在税改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同的

作用。当政策内负担被大幅度削减 , 上级的财政补助又难以弥补财政缺口的

情况下 , 基层政府自然有动力提高农户的政策外负担 (如“一事一议”筹

资) 。问题在于 , 政策外负担的征缴成本是否能够接受 (或者说 , 农民的缴纳

意愿是否比较高) 。当然 , 农民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 (或者说 , 政

治信任是否较高) , 又是影响这个问题的关键。为了村庄的公共建设 , 一种比

较理想的情况是 , 政策内负担的下降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信任 , 并进一步促

进政策外负担的缴纳。不过 , 现实情况并不一定如此。除了政府、干部的行

为以外 , 村庄融资的组织主体应当存在多种形式。尽管政策内负担的征缴基

本上属于政府行为 , 但是政策外负担的收缴却不一定由政府主导 , 村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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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融资中可以发挥对村委会积极的补充作用 , 村庄中农民组织的发育程

度和农民参与状况对村庄公共融资水平及变化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 Tsai ,

2005) 。

附表 1　模型相关变量基本特征

单位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税改前

　人均总负担 元 116 145. 4 85. 0 11. 3 413. 3

　人均政策内负担 元 116 103. 2 74. 8 0. 0 342. 2

　人均政策外负担 元 116 42. 2 35. 9 0. 0 153. 3

　期初抗税率 % 116 10. 9 12. 7 0. 0 69. 3

　期末村民参与组织 I程度 % 116 12. 1 21. 2 0. 0 104. 4

　期末村民参与组织 II程度 % 116 4. 1 12. 2 0. 0 81. 1

　村人均耕地 公顷 116 0. 1 0. 1 0. 0 0. 5

　村总人口 人 116 1 553 961 157 5 047

　村劳动力比例 % 116 50. 2 12. 1 20. 0 79. 2

　村平地比例 % 116 57. 9 37. 0 0. 0 100. 0

　村离乡镇政府距离 公里 116 5. 1 4. 0 0. 0 20. 0

　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116 2 093 1 165 260 5 750

　村人均集体企业利润 元 116 14. 2 68. 8 0. 0 656. 5

　县人均 GDP 元 116 6 897 4 017 1 480 17 615

　在乡镇以上级政府工作的村里人 人 116 6 6 0 32

　村里宗祠、家庙和族庙数量 个 116 1 2 0 13

　村里文革中受迫害人数 人 116 3 5 0 30

　村里参加三类战争人数 人 116 7 10 0 65

税改后

　人均总负担 元 116 66. 7 54. 6 0. 4 261. 0

　人均政策内负担 元 116 27. 4 39. 6 0. 0 220. 4

　人均政策外负担 元 116 39. 3 32. 3 0. 0 147. 9

　期初抗税率 % 116 10. 9 12. 7 0. 0 69. 3

　期末村民参与组织 I程度 % 116 12. 1 21. 2 0. 0 104. 4

　期末村民参与组织 II程度 % 116 4. 1 12. 2 0. 0 81. 1

　村人均耕地 公顷 116 0. 1 0. 1 0. 0 0. 5

　村总人口 人 116 1 583 979 161 4 975

　村劳动力比例 % 116 51. 3 11. 7 19. 5 81. 0

　村平地比例 % 116 59. 1 37. 2 0. 0 100. 0

　村离乡镇政府距离 公里 116 5. 1 4. 1 0. 0 19. 0

　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116 2 675 1 473 273 6 107

　村人均集体企业利润 元 116 14. 1 61. 4 - 15. 5 465. 4

　县人均 GDP 元 116 8 438 5 272 308 22 422

　在乡镇以上级政府工作的村里人 人 116 8 9 0 58

　村里宗祠、家庙和族庙数量 个 116 1 2 0 13

　村里文革中受迫害人数 人 116 3 5 0 30

　村里参加三类战争人数 人 116 7 10 0 65

注 :1. 期初指上一届选举年份 ,期末指最近一届选举年份 ,当期指选举当年 ;

2. 组织 I为一般性的非正式组织 ,组织 II为非政府控制的非正式组织 ;

3. 以人民币计量的指标都用农村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了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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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Farmersπ Organizations on Village
Public Finance : Negative or Positive ?

A Case of Rural Tax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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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an almost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village survey ,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itial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s of the rural tax reform and a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s of

farmersπorganizations on village public finance. In general , the rural tax reform has led to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overall rural tax burden. However , as for fees beyond central legisla2
tion , 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charge less where farmers t raditionally showed a lower degree

of tax resistance and where rural self2governing organizations are able to substitute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 village public goods pro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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